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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古典进化论者之文明镜像管窥 

———以《金枝》为切入点

刘　曼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作为古典进化论学派的已近黄昏之作，《金枝》所构建的文明镜像，在基本延续了此前人类学观照传统的基础上又
有所超越，其对文明进程及现状的揭示使镜中自我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我疑虑，《金枝》因此具有的文本穿透力使其成为

古典人类学的绝唱。古典人类学家关于文明差异性解释的效度虽然有限，但其寻求人类整体性文化逻辑的努力，本身就是

人类学自身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其意义应该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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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研究英美人类学历史见长的乔治·斯托金
（Ｇ．Ｗ．Ｓｔｏｃｋｉｎｇ）在其《泰勒之后》一书中，将英国
人类学进入２０世纪之后的２０多年间称为“弗雷泽
时期（ＦｒａｚｅｒｉａｎＭｏｍｅｎｔ）”，在他看来，尽管此时进
化论人类学已陷入“混乱（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Ｄｉｓａｒｒａｙ）”状态，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弗雷泽

（ＪａｍｅｓＧｅｏｒｇｅＦｒａｚｅｒ）这位继承了泰勒衣钵的进化
论者在当时人类学界的“中心”（ｅｐｉｃｅｎｔｅｒ）地
位———主要是凭借其《金枝》，弗雷泽在当时人类学

界的学术地位无人能企。“即使是不同意其理论的

人也不得不认真对待它们；如果说他没有为人类学

的研究进行安排的话，其作品也是通常被当作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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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待的”。［１］１２４－１５１

实际上，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弗雷泽因《金枝》

在公众中的“流行”与“风靡”所获得的巨大社会声

誉同样令其同行望尘莫及，这一点，仅从它甚至曾

是英国首相张伯伦的夫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

时常阅读的手头枕边书［２］即可窥见一斑。

一部古典人类学的几近黄昏之作，何以产生如

此巨大的影响力？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学界

也有诸多讨论，或认为原因在于弗雷泽修辞的机

巧，或认为由于弗雷泽令人叹服的百科全书式的材

料归类整理能力，甚至有论者将弗雷泽的声誉和

《金枝》的畅销归结为弗雷泽太太的襄助，［３］等等。

然而，在笔者看来，作为典型的古典人类学著作，

《金枝》实际上沿袭了此前人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

域———本身就具有一定启蒙传承的人类学在进化

论的催生之下，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试图通过对

异域“蒙昧”他者的研究来解释文明进程的差异性

问题，以印证当时的人类历史整体性观念，但在进

化论的昭示之下，人类学家们的解释却不自觉地构

建了一种映衬优越自我的文明镜像。而《金枝》所

构建的镜像，基本延续了当时已经开始式微的古典

人类学传统，但其对文明本质的揭示却震惊了自

我，对“镜中”的自我产生了疑虑，因而获得的巨大

文本穿透力使其成为古典人类学的“绝唱”。本文

试图以《金枝》为切入点，将其置入人类学的传统问

题域中，审视古典进化论者关于文明差异问题的解

释及其效度问题，以期加深人们对《金枝》及其身后

那段不应该被忽视的人类学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一　人类学的启蒙沿革与进化论“利器”

诸多论者都注意到了弗雷泽思想和作品中流露

出一种强烈的１８世纪理性主义者思想色彩。也有
不少论者指出，爱德华·泰勒（ＥｄｗａｒｄＴｙｌｏｒ）等人也
具有一定的理性主义倾向。［４］１７８这实际上与人类学

与生俱来的启蒙传承密切相关。欧洲启蒙运动时

期，在“理性”思想光芒的照耀下，思想家们基本确立

了世界（包括自然世界、人类世界、人类精神世界）的

可认识性信念，并展开了孜孜不倦的探索。而他们

所关注和探讨的某些重要问题，如人类心灵世界、社

会变迁或发展、欧洲自身与异域的差异等问题，逐渐

发展为后来的人类学家们倾力研究和意欲回答的问

题。这些问题在启蒙运动后期实际上已经基本得到

明晰，即确立了人类心灵世界可以以“科学”方法进

行研究的信念、历史进步观、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

的观念。此类问题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人类学从启

蒙运动那里继承来的“遗产”。

在“理性崇拜”思想旗帜的引领和鼓舞之下，诸

多启蒙思想家们通过各自的讨论和探索，不仅确立

了人类精神世界具有可认识性的观念，并深信可以

以认识外在自然世界的自然科学方法来认识人类

自身内在的精神世界。如洛克、休谟、狄罗德、孔多

塞等人，均不同程度地确信人类心灵世界的能力和

进步性，并试图在人类心灵具有相似性这一前提之

下，找到指导人类动机和行为具有一致性的某些存

在于人类心灵世界的“普遍原则”。诸类努力仅从

休谟（ＤａｖｉｄＨｕｍｅ）《人性论》的副标题，“在道德科
学中引入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以及休谟本

人被冠以“道德科学界的牛顿”这一称号中即可窥

斑见豹。这种人类心灵世界可以以“科学”方法进

行研究的信念和实践，为后来人类学的发展打下了

特有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准备。

和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一样，启蒙时期有关

社会变迁或发展基本规律之进步观念的探讨和论

述同样不计其数，几乎所有启蒙学者都相信人类社

会持续进步的前景，并痴迷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

行阶段划分。如孟德斯鸠、维柯、亚当·斯密等诸

多思想家，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展开了各有侧重的讨

论。仅以维柯的《新科学》为例，它希望发现的是作

为特定人类群体或“民族”体的统一结构的文化概

念。维柯以为，要正确理解人，就有必要在各个民

族不同发展历史中寻找共同的成分，对人类行为本

身本质提供一种普遍有效的解释，并将此作为研究

和理解各民族不同行为的基础。他大体上是以“文

明”与“野蛮”来区分民族类别的，并将人类社会的

进程划分为“神、英雄、人”三个阶段，“从思想的永

恒历史观来说，所有国家都是沿着类似的轨迹发展

而来的”。［５］维柯的“新科学”实际上就是一种“思

想与进化的社会科学”。［６］虽然众多启蒙学者以文

明和野蛮这种二元对立的方式来衡量不同人种群

体的社会文化状况差别，痴迷于对社会进程规律做

出自己各有侧重的阶段划分，但总的来说，他们几

乎都确信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基本是由野蛮向文

明进步的。这种有关社会变迁发展及其规律的探

讨逐渐发展为对文明与野蛮差异问题的关注。

由于相信人类社会发展大体上遵循由野蛮到

文明的进步路线，很多启蒙时期的学者在致力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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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研究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野蛮社会”的兴

趣。如卢梭、亚当·弗格森，包括维柯和孟德斯鸠

等思想家们对“野蛮社会”的制度、风俗和道德等方

面内容的哲学探讨。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苏格兰的

启蒙学者们，在对人类“野蛮”形态的探索意图中所

体现出的“让过去服从现在”的历史自省精神，以及

不同程度上都信奉并推行的“推测历史观”（ｃｏｎｊｅｃ
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研究方法和宗旨，来对人类的“原始”
形态，即当时的“野蛮”社会进行研究。这一哲学传

统对后来的人类学特别是古典人类学的影响十分

深远，许多早期人类学家如普里查德（Ｊ．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
钱伯斯（ＲｏｂｅｒｔＣｈａｍｂｅｒｓ）、麦克伦南（Ｊ．Ｆ．Ｍｃｌｅｎ
ｎａｎ），以及后来的史密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ｏｂｅｒｔＳｍｉｔｈ）、
弗雷泽等人都出自苏格兰，均与此传统密切相关。

尽管坚信存在研究人类心灵世界的“科学”方

法，确证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性以及对“野蛮”社会

的浓郁兴趣，但启蒙思想家们的种种探索实际上一

直未能清楚解释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巨大差异、欧洲

自身文化与其他民族群体文化的迥然差别问题。

即使是到了１９世纪，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何以存
在巨大差异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欧洲人，尤其是被

认为代表了当时最高文明程度的日不落帝国的臣

民———英国人。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海外殖民贸易

与统治的空前发展，面对纷至沓来、令人迷惑不解

的异域人种志材料，人们陷入了一种困境：同为上

帝之造物，不同文化文明、不同人种群体之间何以

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别？文明差异成为一个亟待解

释的问题。而进化论的出现，似乎突然带来了巨大

转机。

尽管有斯宾塞（ＨｅｂｅｒｔＳｐｅｎｃｅｒ）社会进化学说
的先期铺垫，但达尔文（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ａｒｗｉｎ）《物种起
源》的巨大冲击力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会过分。达尔

文对物种起源及其进化过程言之凿凿的论述，不仅

昭示着“人类的起源及其历史也将由此得到大量说

明”，［７］很多源于“其他领域的形而上的、道德的或

仅是观念性”的问题以及“一些长期讨论的、悬而未

决的”问题，“一下子统统被首次归置到了一种新的

科学话语的中心”。［４］１４６－１４７在一种新的语境中被讨

论，一切似乎都有望“由此得到大量说明”。而就我

们所讨论的此时已经愈来愈凸显的文明差异及其

解释问题来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提供了一种有

效的参照：斯宾塞已经明确了文明是一种进程缓慢

的社会进步，是人的能力在一定适宜环境下的发

展，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无疑确认并加强了这一

点。人类文化的差异不再被认为是神意的安排，而

是自有其规律。也就是说，文明的进程应该如同生

物的衍化一样，会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

级也就是由野蛮到文明的缓慢进化过程，进化快慢

由人的潜在能力和环境条件相关。但进化过程及

详情还有待具体的研究和阐述。

然而，新的问题又由此出现：达尔文解释了生

物甚至包括人类的起源和进化，那么，人类文化或

文明如何而来，又是如何进化的？亦即，如果说达

尔文的“物种起源”解释或者清楚地昭示了“生物

（人）”由何而来的问题的话，那么，“文明（人）”由

何而来又成为一个新问题。一切仿佛又回到了问

题的起点，然而，此时却是在一种新的语境———进

化论语境之中：达尔文主义已经提供了一种可以参

照和借鉴的有效模式，这种“科学”模式，即能否通

过“文明起源”来理解或解释“文明（人）”的模式，

或者说，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此时骤然出现的

一批人类学作品，对人类生活诸方面内容的早期状

态展开了各自的探索，如梅茵（ＨｅｎｒｙＭａｉｎｅ）的《古
代法》、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泰勒的《人类早期

历史探讨》和《原始文化》、摩尔根（ＬｅｗｉｓＭｏｒｇａｎ）
的《人类家庭的血亲与姻亲制度》、卢伯克（Ｊｏｈｎ
Ｌｕｂｂｏｃｋ）的《文明的起源及人类的原始状态》等等，
都可看成是早期人类学家利用进化论这一“科学利

器”，来追踪人类文明起源及其进程的最初努力。

然而，古典人类学的开山鼻祖泰勒，在其《原始

文化》第二版的序言中，有如下说明：虽然达尔文和

斯宾塞在文明进化发展方面有巨大贡献和影响，但

自己的《原始文化》和他们的著作“几乎没有丝毫

的联系”，而是“有自己的脉络”。［８］对此，不少论者

不以为然：如果没有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话，《原始

文化》几乎就是无本之木。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早

期人类学与生俱来地就承袭了一定的启蒙传统的

话，也就是说不视进化论为人类学之肇始的话，泰

勒之说并非所来无由；然而，将进化论视为《原始文

化》之理论根基的观点也实为真知灼见。这实际上

反映了人类学与进化论纠结复杂的历史。如前文

所述，至１９世纪中期之时，有关人类心智、人类社
会变迁和发展进步的问题已经被讨论了一两百年，

对“野蛮”社会文化的研究随着人种志材料的纷至

沓来而日益紧迫。人们试图对文明的差异和进程

等问题进行解释，虽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但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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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在进行。而就泰勒本人来说，他早期的人种学兴

趣和研究似乎的确和斯宾塞、达尔文没有什么关

系，而是受当时探究异域“野蛮”文化的风尚影响，

甚至与他所阅读的启蒙时期一些思想家的作品有

关。可以说，泰勒试图探查和回答的实际上是一个

由来已久的问题。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会

断然否定他与斯宾塞、达尔文的影响关系。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达尔文的巨大成功，使启蒙以来长

期探讨的这些问题似乎都可以突然之间被归置到

生物进化论这一看似十分有效的框架之下，并且有

望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尽管达尔文主义又带来了

“文明（人）”由何而来的问题，但它似乎已经提供

了一个可供参照和借鉴的解释模式。因此，对于这

时的人类学家们来说，他们不仅要回答先前悬而未

解的问题，而且也要回答达尔文主义出现以后带来

的新问题，亦即是说，不仅要对人类文明的起源，而

且亟需对文明的进程及其差异做出一种世俗性的

解释。而以泰勒为代表的古典人类学家们，承担的

正是这样一项历史任务，这一点，在他们各自作品

的主旨中，均表露无遗。而他们的解释方式，无一

例外，的确都是在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的模式和框

架之下。从这一点上来说，进化论对泰勒等人的根

本性影响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否认的。但当我们试

图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还原时，诚如我们已经论述

的，古典人类学首先有着自己的历史沿革，随后不

自觉地被归置到达尔文主义的框架之中，并试图以

其为“利器”，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对人类文明的

起源及其进程差异进行解释，或者，更准确地说，要

对人类（欧洲人）如何从蒙昧的野蛮时代进步到精

美的１９世纪欧洲文明这一问题进行解释。

　　二　进化论“面具”与古典进化论者之文明
镜像

　　一般来说，对于西方人类学特别是英国人类学
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期间所发生的变化，学界更多探
讨的是人类学研究方法和民族志写作范式的转变，

而从人类普遍文化到地方具体文化的人类学研究

对象之转变，所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也就是说，

古典人类学家们试图研究的是整个人类的各个方

面，寻求的是一种对人类的整体性研究和解释，而

“革命”后的人类学，则更多关注的是地方具体文化

甚至是其细碎事像，如《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实际

上主要只是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库拉”制度）、

《萨摩亚人的成年》等等。

人类学进化论者对人类整体性或者说普遍性

的关注，一方面固然与前文所述的启蒙沿袭有关，

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则是，进化论特别是达尔文的生

物进化理论使人们———至少是知识精英们，逐渐摆

脱了“神创说”的桎梏，相信差异是由一定的自然法

则造就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出于神意

的绝对安排，是可以解释的。历史进步观念在启蒙

时期业已形成，及至１９世纪６、７０年代期间，社会
进步论和生物进化论已经得到充分结合，造就了一

种普遍人类史的观点，从而使历史发展步伐的差异

研究，成为 １９世纪后半期人类学的核心研究课
题。［９］此时的人类学家们，竭力希望能探寻出一种

普遍有效的规律，用来解释差异、印证人类历史的

普遍性。而他们所持的进化论“利器”，实际上更像

是一种“面具”，使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超越宗教给

予认识的眼光局限，来解释人类历史普遍性与文明

进程差异性之间的悖论问题。

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摆脱宗教的樊篱，

人类心灵具有相似性的启蒙沿革在进化论图式的

参照下已经十分明确。人类学家们相信，人性及其

发展基本上是同质的，而且“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

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历史进程起着相当大的作

用”。［８］１因此，此时人类学家们主要热衷于构建当

代“野蛮”社会、欧洲古典时代及其现代文明欧洲之

间的普遍性关系，企图从中发现造成文明进程差异

的自然法则。用华勒斯坦的话来说，此时“人类学

家的首要任务是为他们从事的差异性研究提供正

当理由，捍卫他者‘未能成为欧洲人’的道德合法

性”。［１０］

而就文明与野蛮问题而言，在这种进化论面具

的掩盖之下，无论从人类文化的历史进步还是生物

（人）演化的时间序列来看，与“文明”社会相比，

“原始”社会，或者说是“野蛮”社会，无疑处在进化

链的早期阶段。在这种线性的、阶段性的时间观念

支配下，尽管缺乏证据表明“野蛮人”的历史比他们

的观察者欧洲人短，但这些当代“野蛮人”直接被假

定为活化石，在他们的行为中，不仅可以说明文明

人的早期形态，也可以发现进化链的联系，来解释

文明的进程及其差异问题。也就是说，“野蛮人”的

生活方式，正好能为欧洲文明进程的论证提供历史

对照，形成一种文明“镜像”，照见其自我历史及现

实。正如弗雷泽一再强调的，“文明极其复杂，而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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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相对简单。所有的文明无疑由蒙昧逐渐演化而

来，要彻底理解文明，首先要理解蒙昧。”［１１］１６２因

此，要理解文明，必先研究“野蛮”。也就是说，他们

确信，通过研究共时性的材料，可以得出历时性的

结论。

斯托金对古典进化论的特征进行了综合和总

结，认为它包含了以下一些互相关联的假设：社会

文化现象，如同自然界的其他部分一样，被科学可

发现的规则所掌控；这些规则无论在人类遥远的过

去还是现在都同样起作用；现在由过去连续发展而

来，不存在大的断裂或中断；这是一种由简单到复

杂的渐变过程；人类心智具有同一性；社会文化发

展的动力在于普遍人性和外在环境状况的相互作

用之上；这种相互作用在不同环境中的累积结果体

现在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之中；这种结果可以以人

类对自然的控制程度为主要标准来进行衡量；社会

文化现象的发展与科学上的进步相适应；在这些观

念之下，人类不同群体从客观上看可以以等级来划

分；因此，某些当代社会群体与人类早期的不同发

展阶段大致相当；在缺乏足够历史数据证据的情况

下，这些阶段可以通过对当代不同族群进行比较来

重新构建；这种“比较方法”的结果可以从较高级社

会群体中仍残存着的较低级阶段的“遗留”中得到

证实。［４］１７０

而就人类学的历史发展来说，１９世纪后半期
的人类学之所以被后世冠以“古典进化论”学派的

称号，即是以这种“社会的”或“文化的”（或者“社

会文化的”）进化论观念为圭臬的。我们不难看出，

古典人类学，在沿袭了启蒙时期即已开始形成的将

社会文化现象甚至包括人类精神世界都看作是自

然世界一部分，并且可以以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的

传统，对人类社会进程及其规律的认识，异域文化

研究方法和旨趣，甚至是苏格兰哲学中“推测历史

观”等观念的基础上，继续了此前１９世纪有关文明
和文化本身及其差异、进程和多样性等问题的讨

论，采用了当时盛行一时的实证主义的观察、实验

与比较方法、历史方法，特别是比较方法，在达尔文

主义的框架和模式下，试图对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

发展和进程提供一种宏观系统的普遍性解释。除

自启蒙以来至１９世纪中期、以及达尔文主义提供
的诸多重要概念和理论依据以外，泰勒的“人类心

智同一性”“文化发展阶段论”以及“文化遗留物”

等重要概念，形成了一套不乏理论依据、在当时看

来系统有效的观念和方法，不自觉地履行着自身的

历史使命———通过对差异性特别是文明进程及其

差异的解释来印证人类历史的普遍性和整体性。

从诸多这一时期的人类学著作如《原始婚姻》

《原始文化》《古代社会》《母权制》《金枝》等来看，

这些“古典进化论”学派的人类学家们的确怀有一

种研究人类普遍性的抱负和野心，希望寻求出一种

有关人或人类的整体性解释，然而，他们的整体性

解释，主要是建立在诸多二元对立的观念基础上

的，如过去与现在、简单与复杂、野蛮与文明、低级

与高级等等。就其主旨而言，他们希望能够脱离神

意的樊篱，追求一种普世情怀，其研究的终极目标

是理解“现在”和“文明”，对象是“过去”和“野

蛮”，途径则是通过现今人类仍存在的“现在的过

去”和“文明时的野蛮”进行。通过这一图式，“野

蛮人”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被镶嵌进了人类（欧

洲）文明的进程之中，但在进化论框架和文明进程

序列演化观念之下，他们却被一种冠冕堂皇且不易

觉察的方式推向了遥远的过去。尽管有着“血脉相

连”的起源同一性，但他们的文化、能力和环境劣势

将他们限定在了进化链的最初一端：人类最初的起

源是一样的，心智也是同一的，但当现今的文明人

（主要是欧洲人）迈开了其“物尽天择”的步伐走向

文明的进化进步之路时，“野蛮人”还像是贪玩和迷

路的孩子，还没有找到、或者正在寻找、或者刚刚开

始走上回家（趋向文明）的路途。他们的文化样态，

尽管是人类学的研究焦点，但只是一种从属性的兴

趣而已。研究它们不是为了它们本身，也不是为了

赋予它们意义的人，而是作为一种陪衬和参照。借

用斯托金的话来说，它们的研究者之所以研究它

们，实际上主要是为了以此解释他们自己是如何从

粗鄙顽劣的猩猩变成英国绅士的。［４］１８５其文明镜像

中，映照的主要是文雅的欧洲人的优越与自信，而

其不齿的“野蛮人”形象，已属过往。这种镜像部分

程度上遮蔽了古典人类学人类整体性情怀的宏大

视野：其深层次的信念和诉求实际上是建立“一套

普世性的元话语”，主旨在于“以共时的普世结构来

表述人、揭示人、阐释人类整体性的文化逻辑”。［１２］

　　三　“狄安娜的明镜”：“金枝”掩映下的文明
镜像

　　在所有那些被后世认为应该被归类为“古典进
化论”学派的人类学家中，弗雷泽不是最重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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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却无疑是影响广泛又颇受后世人类学界争议的

一位。现代著名人类学家埃蒙德·利奇，在弗雷泽

去世２０多年后曾专文讥讽《金枝》不过是一枝“发
育不良的镀金小细芽”，但他却不得不承认《金枝》

的巨大影响力，以致发出如此感慨：尽管价格不菲，

已经过时，但《金枝》在当时仍是最畅销人类学书

籍，“每个有教养的人都假装读过它”。［３］利奇的质

疑和攻击不免有些尖酸刻薄，但却从侧面反映了弗

雷泽在西方人类学历史上的复杂地位、深远的公众

影响力和《金枝》曾经的受欢迎程度。在谈到《金

枝》的公众影响力时，与弗雷泽同时代的简·赫丽

生讲过的一个故事颇具代表性：一位“文化程度颇

高的警察”曾对她说，“过去他们说什么我都相信，

可是，感谢上帝，自从读了《金枝》，我便成了一个思

想自由的人。”［１３］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另一位

弗雷泽的同代人吉尔伯特·莫瑞，批评《金枝》是一

部“危险的书（ａ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ｂｏｏｋ）”，因为“弗雷泽的
证据表明人类行事中几乎没有理性这回事的

存在。”［１４］

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关于《金枝》的“流行”，利

奇的抱怨、赫丽生的推崇、莫瑞的指责并非所来无

由。作为古典人类学的几近黄昏之作，如果说泰勒

等老一辈古典人类学家们所构筑的文明镜像中映

衬的是文明人的自我优越的话，那么，维多利亚晚

期的弗雷泽也通过《金枝》构筑了一种文明镜像，但

他的镜像在让文明人照见了优越自我的同时，也不

安地发现了自身与蒙昧过去无法割除的联系，开始

对“镜中”自我产生了怀疑，这正是《金枝》能够风

靡一时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秘密所在。

此处，我们不妨以“狄安娜的明镜”———《金

枝》开篇就呈现出的内米湖，来比喻弗雷泽构建的

文明镜像。它描写的是一副美奂绝伦的景色：“谁

不知道特纳那副题为《金枝》的画呢？画中是内米

林中小湖那梦幻似的景色。那个小湖古人曾称之

为‘狄安娜的明镜’。画面上闪耀着画家丰富想象

力的金色光辉，其中浸透了特纳非凡的心灵。那最

美妙的自然景色为之神化了。那片被包围在阿尔

巴群山中的一片绿色洼地里的静静湖水，任何人只

要看见过它就绝不会再忘记它。”但弗雷泽随之笔

锋陡转：“在古代，这篇风景秀丽的林区却是一个反

复上演过奇特悲剧的场所。”［１５］１就此，弗雷泽开始

了对这里传说中的祭司遗俗之蒙昧动机的历史追

溯。在他看来，内米血腥的祭司继任习俗可以看作

是人类野蛮时期某些原始宗教崇拜的“遗留”，它看

似荒诞不经，但却可能承载了某种崇拜习俗的历史

记忆。其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的标准，通

过将其与“各种不同环境中形成的具体各异总体相

同的习俗”进行比较研究，“就能发现导致这种习俗

产生的动机”和“说明这类崇拜的性质”，［１５］１０用以

解释人类社会行为的原始基础并推衍其演化进程。

由此，弗雷泽带领读者从内米起程，开始了一

次风光迤逦（见证不同时空中奇特的人们和他们奇

特古怪的习俗）、却又危险重重（弗雷泽的逻辑推理

论证并非毫无瑕疵、甚至破绽百出）、然而最终得以

安然返回内米（读者的困惑、震惊最终得到了有效

安抚）的寻解“金枝”的探险之旅。途中，弗雷泽对

不同时空文化中的巫术、禁忌、神王、植物神、神婚、

杀神、替罪羊等诸多习俗进行了探索和讨论，并将

与这些习俗相关的广博庞杂、包罗万象的各色材料

进行汇集分类，镶嵌进了一个精心构筑的框架之

中，试图对内米问题———一个源自古典历史和学术

的问题，然而也可能是人类早期历史中曾经真正发

生过的类似事件的“遗留物”问题，提供一种有效

解释。

在这一探险旅程中，弗雷泽以其前人未曾有过

的宏大比较图式，极其自信地将“野蛮人”的风俗、

古希腊罗马人的生活和欧洲乡村民俗并置在一起，

把不同地域时空的习俗纳入到一个体系之内，如澳

洲土著定期的巫术求雨仪式与欧洲不同地区不同

时节的篝火节不谋而合，尽管其中可能存在差异，

但可以用马来人的情况来说明……等等。弗雷泽

这种不免任意的并置和比较当然具有诸多缺陷，但

却凸显了他试图根据这些习俗共有的叙事结构，去

了解与之相关的一切“事实”的努力，探查人类思想

从早期阶段的蒙昧与荒谬，进化到成熟阶段的理性

状态的过程，从而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性历史

的抱负。

毫无疑问，像其他古典人类学家一样，弗雷泽

具有他那个时期进化论者的盲目和乐观，相信维多

利亚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最高峰。但不同的是，

在对人类心智发展进程的追溯中，生活在维多利亚

晚期的弗雷泽本想要见证的是人类思想进步的足

迹，但他真正发现的却是文明与蒙昧、理性和非理

性、现在与过去无法割舍的联系———其想要发现的

和他真正发现的，形成了一种悖论。因为他发现，

人类早期心智的荒谬性和蒙昧性不仅残存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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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上，且“遗迹”根深蒂固，难以摆脱，迷信（以

非理性为基础的信仰和行为）并非是人类可以轻易

抛弃的谬论和蠢行。“如果我们认为人们的巫术信

仰已经绝迹，那我们只是在自欺欺人，有充分的证

据表明，它实际上只是在理性主义的冲击下冬眠

了，随时可能重新活跃起来。”［１１］２７６他还多次将文

明比喻为一座随时都可能会爆发的火，“我们像是

行走在一层薄壳之上，随时都可能被潜藏在其下的

休眠力量所毁灭”。［１５］２３６而人性深处潜藏着的迷

信，会对文明造成威胁，“令人震惊而不可避免的事

实是多数人，即使不是文明社会的绝大多数，仍生

活在一种蒙昧状态中。实际上，社会平静的表面下

早已是千疮百孔”“文明中残存的愚昧和无知充分

证明 了 文 明 不 过 只 是 一 种 虚 饰 而 已”；等

等。［１１］１６７，１７０此类隐忧在《金枝》的整个“旅程”中一

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读者的猎奇和窃喜逐渐变

成了对自身文明的惶惑，直至震惊不已。

然而，作为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

“知识贵族”，弗雷泽最后又煞费苦心地以绅士般的

冷静，用一种再也安全不过的方式，成功地安抚了

他焦虑的读者：他为内米问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答

案：“金枝”所涉及的可怕的不可思议的一切不过是

一个源于古典历史和学术的问题。这一答案虽然

有效地减轻了读者的焦虑，但却机巧地掩饰了弗雷

泽对文明的隐忧，乃至某种程度上的反讽。然而，

这种隐忧和反讽在《金枝》中一直如影随形，以致成

为了一种潜文本，使镜中的“文明人”产生了一定程

度上的自我怀疑与省思。

如果我们把《金枝》置入西方人类学历史的历

时性框架中来看，它的确处于古典人类学主流之

后。在１８９０年至１９２２年期间，虽然英国人类学模
式已经逐渐开始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极其缓慢，

几乎不易觉察，而里弗斯昙花一现般的“传播论”又

未能成为主流。此间，虽有马雷特、韦斯特马克等

古典人类学作品的不时出现，但占据主流地位的，

的确是弗雷泽不时或扩充或精简的《金枝》的各个

版本。乔治·斯托金如此定位弗雷泽：“当泰勒从

人类学领域退潮之后，弗雷泽继承了他的衣钵，在

进化论范式开始受到严重质疑之时，使其得以继续

和维持。尽管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摇摆不定，但他

还是维持了它的基本问题：比较方法、人类心智同

一性、独立起源、文化发展阶段论、遗留物等等。在

一个进化论已开始受到怀疑的时代，弗雷泽作为其

公开明确的维持者，在十多年间一直处于人类学相

持较量的中心。”［１］１５１

的确，从古典人类学对人类整体性情境的追求

来看，泰勒及其追随者，包括弗雷泽，都试图通过进

化论这一“利器”，对人类历史发展步伐的差异研

究，即通过解释和理解差异性，来印证他们深信不

疑的人类历史普遍性和整体性观念。就他们迫切

关注的现实问题———文明与野蛮的关系而言，他们

都不可抑制地为进化论所赋予的“科学”解释面具

所吸引，试图对“文明如何而来”及其进程问题进行

解释，但却不自觉地构建了一种文明镜像。不同的

是，泰勒等人的人类学是乐观的维多利亚中期的产

物，在他们构建的镜像中，照见的是人类（欧洲人）

已从粗鄙蒙昧的过去进化到文明优雅时代的自信

和自豪。而弗雷泽的镜像中，折射的则是维多利亚

晚期人们的幡悟：原来迷信和蒙昧是人类（包括欧

洲人）根本不可能完全摆脱的野蛮的过去的遗痕，

“蒙昧”和“无知”根深蒂固的残存足以摧毁文明本

身。因此，如果说泰勒等人是在为他们的时代而写

作的人类学家的话，那么，弗雷泽既是为他的时代，

更是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公众而写作的人类学家。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古典人类学几近黄昏

之作的《金枝》，虽不乏缺陷，却能在一个“进化论

范式已开始受到严重质疑之时”，不仅“使其得以继

续和维持”，自身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成为古典

进化论人类的绝唱。

　　四　结语

在谈到西方人类学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之前几十
年间的历史时，詹姆斯·厄瑞（ＪａｍｅｓＵｒｒｙ）承认自
己对那个“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怀有一种失落感

和怀旧感。在他看来，虽然缺陷重重，但那时的人

类学家特别是英国人类学家曾试图从更广泛的意

义上“研究整个人类”的各个方面———文化、体质、

历史和语言等等，追求一种人类整体性情怀。［１６］从

历时性的角度来看，西方人类学在过去的一百多年

间，的确呈现出一种逐步精细化甚或是碎片化的趋

向。当我们重温古典人类学这一段历史时，失落也

罢，怀旧也罢，甚至夹杂了一种莫名的悲壮之感，五

味杂陈。从其整个历史语境来看，人类学最初的问

题在与进化论相遇后，不仅是先前的一些问题被

“达尔文化”了，而且达尔文主义又催生了与先前语

境不一样的新问题，但一切似乎都可以顺理成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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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归置到这一看似十分有效的解释话语模式之中，

在这一“利器”之下被迎刃而“解”。但社会文化精

神现象不可能同质于自然科学现象，人类文化形式

的世俗性解释，根本不可能等同于对自然界物种

（包括生物意义上的人）形式的理解。因此，当时的

人类学家们实际上根本没有可以借鉴的历史和现

实，尽管问题部分程度上源自于达尔文主义，但其

实质却是非达尔文主义的，也不是达尔文主义这一

“利器”所能够推演和解决的。充其量，它只是为他

们提供了一种看似有效的解释面具。然而，他们都

不可抑制地为这一“利器”和面具所吸引，企图用它

来解释仅仅与它有着模糊联系的悬而未解的历史

形而上问题和日益凸显的现实形而下问题，却不自

觉地构建了一种并非真实可靠的文明镜像。相对

于后来人类学的逐渐专业化、精细化、田野化和“科

学”化而言，古典进化论者几乎完全无法也不可能

提供事实或数据来对他们的问题进行证实或者证

伪，所依赖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来自于自身的内在论

辩能力，其阐释力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这些人

类学家们在人类整体性和一致性的追求主旨中，所

做出的差异性解释努力，应该得到后世的承认和

尊重。

参考文献：

［１］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ＧＷ．ＡｆｔｅｒＴｙｌｏｒ：Ｂｒｉｔｉｓｈ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Ｍ］．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Ａｔｈｌｏｎ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２］ＢＥＡＲＤＭ．Ｆｒａｚｅｒ，Ｌｅａｃｈ，ａｎｄＶｉｒｇｉｌ：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Ｕ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ＧｏｌｄｅｎＢｏｕｇｈ［Ｊ］．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９９２，３４（２）：２０３－２２４．

［３］ＬＥＡＣＨＥＲ，ＷＥＩＳＩＮＧＥＲＨ．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Ｊ］．Ｄａｅｄａ
ｌｕｓ，１９６１，９０（２）：３７１－３９９．

［４］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ＧＷ．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Ｍ］．Ｎｅｗ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５］维　柯．新科学［Ｍ］．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５０５．

［６］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Ｍ］．朱　泱，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２１０．

［７］达尔文．物种起源［Ｍ］．周建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９：５５６．

［８］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Ｍ］．连树声，译．南宁：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５７．

［９］王铭铭．漂泊的洞察［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３．
［１０］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Ｍ］．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７：２４．
［１１］ＦＲＡＺＥＲＪＧ．Ｐｓｙｃｈｅ’ｓＴａｓｋ［Ｍ］．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ａｎｄＣＯ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９２０．
［１２］徐新建．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人类学需要的大视野

［Ｊ］．思想战线，２０１１（２）：１－８．
［１３］简·艾伦·赫丽生．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Ｍ］．谢世

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前言．
［１４］ＭＵＲＲＡＲＹＧ．Ａ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Ｂｏｏｋ［Ｊ］．ＴｈｅＮｅｗＲｅｐｕｂ

ｌｉｃ，１９２３（２８）：１７－１９．
［１５］ＦＲＡＺＥＲＪＧ．ＴｈｅＧｏｌｄｅｎＢｏｕｇｈ［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３５．
［１６］ＵＲＲＹＪ．Ｂｅｆｏｒ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Ｈｉｓ

ｔｏｒｙ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Ｍ］．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Ｈａｒｗｏｏ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１９９３：１５．

责任编辑：李珂

８８


